
161

在元代文人，尤其是元中期台阁文人的诗论

中，“性情之正”一词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人人

讲“性情之正”，但所讲内容不尽相同；内容虽有

区别，却似乎又有一些共同的诗学指向。这就涉及

一系列问题：何谓诗之“性情之正”？“性情之正”

如何移植于元代？元人高举“性情之正”的诗学目

的是什么，又能否达成？“性情之正”对元代诗学

发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回到“性情之正”

论所产生的理学背景，以及元代社会文化环境中尝

试去认识和解答［1］。

一 “性情之正”的内在张力
及其移植环境

“性情之正”并不是一个诗学概念，而是将理

学命题用于诗学，讲诗歌抒情主体通过涵养工夫所

能体会和达到的理想境界。朱熹云：“盖《诗》之

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

正。……学者诚能深味其言，而审于念虑之间，必

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则日用云为，莫非天理之流

行矣。”［2］谓《诗》是性情之正的流露，学者通过

“深味其言”“审于念虑”，获得至高的道德准则和

至淳的审美趣味，从而达到德性和审美的统一。在

理学家的观念中，诗歌虽未尽如文章那样直接阐发

义理，但若有助于涵养性情、提升道德，得于“性

情之正”，那么，诗的价值便与阐发义理的文章相

同，从而获得肯定，如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诗

赋》所言：“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

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

也。……其为性情心术之助，反有过于他文者。”［3］

因此，诗以道“性情之正”，也就是诗歌明道、见

性的过程，需要进一步落实到诗歌抒情主体的涵

养中。

“性情之正”的核心内涵是“性其情”，即《中

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4］，追求诗歌情感表达“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想尺度。但

宋儒之“性情之正”不同于汉儒“情合于礼”的外

向性，是将情纳入“理”“道”的规范，以“理性

情”的内向自省完成道德的自我完善。由此，持

敬之“常惺惺法”是实现“性情之正”的重要途

径。朱熹道：“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谓静中有个觉

处，只是常惺惺在这里，静不是睡着了。”［5］又言：

“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只收敛身

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6］持敬的用

功之处是“慎独”和“戒慎恐惧”。朱熹《中庸章

句》言《中庸》引《小雅·正月》“潜虽伏矣，亦

孔之昭”句，意在“引诗言谨独之事”；又云引

《大雅·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是“承

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谨恐惧，无时不然，不待言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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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敬信，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7］。以此，通过

省察、克治之功，使情感服从于天性而不放纵，恂

栗战惧而获得道德自律。同样，在审美取向上，诗

之“性情之正”一方面充分肯定“情”的美学本

质，另一方面又要“约其情”，表现“中和”之美，

反对纵情之邪僻。

与“持敬”相对，“性情之正”的另一条实现

途径是“洒落”，表现为“活泼泼”的天机生动。

“性情之正”既是性情修养的至高境界，也便是

“圣人气象”的直接体现。诗以道“性情之正”，就

是将圣人的德性、气度、情怀等通过诗歌自然地表

现出来，所谓“‘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

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8］。“曾

点之志”追求的即是一种道德精神与审美体验为一

体、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悠然洒落又“直与天地

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9］。与之相似的还

有体现“天地万物与我同体”的“孔颜之乐”，自

由活泼的“鸢飞鱼跃”之境，均指向天理周流充沛

之下，和乐之情的自然发抒。在理学中，天人本为

一体，只是人欲隔阂其中。人一旦超越束缚，豁然

贯通，就能自然与物同体，达到自由、至乐之境。

“洒落”的实现方式是“静观”和“自得”，邵雍

论诗，主张“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

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

音”［10］，在“静观”“自在”“以物观物”的意识

下吟咏情性，又不累于性情。真德秀认为，后世诗

作虽未尝直接得乎义理，但其间兴寄高远的作品，

读之使人“翛然有自得之趣”，如此也得“性情之

正”，也有助于性情的涵养［11］。“性情之正”在审

美取向上又反对刻意为之，强调“无言之域”“无

我之境”，需要直觉体悟和审美体察，其审美表现

倾向于自由、闲雅、潇散、冲淡等。

宋代理学虽有“敬畏”“洒落”之争，但二

者可得相容，如陆九渊所言：“临深履冰，此古

人实处。浴沂之咏，曲肱陋巷之乐，与此不相悖

违。”［12］前者致力于落实工夫的实践性，后者着意

于直入本体的精神性，在性情涵养的目的上殊途同

归。由此，实现诗歌“性情之正”的两条途径在宋

代大致是合为一体、无明显偏重的。宋人形成一整

套“性情之正”相关的诗学话语体系：就抒情主体

而言，强调其涵养工夫；在诗歌功能上，讲求诗歌

“明道”“见性”的道德规范；在审美表现上，兼取

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洒落自得的闲适之乐；在诗

学规约上，上溯《雅》《颂》，尤取《大雅》；在诗

学典范和榜样上，推崇陶渊明和杜甫［13］。受理学

影响，后世诗学讲“性情之正”，大体上依据的是

这套诗学话语。然而由于“性情之正”内在关联的

两个活性因素，即“持敬”“洒落”，二者此消彼

长的动态变化，形成诗学张力。不同时代、不同文

人有关“性情之正”的诗学言说，在具体内容、倾

向性等方面有所差异，这其中又关涉“性情之正”

的移植问题。

“性情之正”对宋儒而言，主要是通过诗歌达

成“在我者”的个人超越，但其终极目标远不止

个人道德性命，而是与“人纪之大”“职分之安”

等礼乐秩序联系在一起，时刻为“得君行道”、秩

序重建做出准备。因此，“性情之正”论天然与士

人思想、政治文化、时代盛衰联系在一起，其移

植，多是在士人阶层向上流动，具备“得君行道”

的客观条件时发生。“性情之正”的移植首先关

乎“时”。在宋儒看来，“情之要”有二：“一身之

休戚”和“一时之否泰”，在二者间，他们更倾向

于兴废治乱对人之性情的垂训意义，“一身之休戚

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已，一时之否泰则在夫兴废治乱

者焉”［14］。然而，如朱子一般，宋儒有幸“得君

行道”者寥寥无几，大多是在等待中度过一生。至

季宋之时，士人阶层下移，江湖诗人充斥诗坛，晚

唐体流行，道学诗以其桎梏大受鞭挞，“性情之正”

的诗学理想也必然趋于滑落。古人大多相信，盛

世文治往往更容易提供诗人安乎义理的条件，元

人同恕云：“盛治之世，教化洽，人心正，形于言

者，类皆敦厚和平，理精义密，所以培植彝伦，纲

纪风俗，功用不浅。”［15］如此，“性情之正”理想

的移植环境便是盛世，其目的是“鸣盛”，这也是

元代海宇混一，尤其延祐开科以后，文人大肆倡导

诗歌“性情之正”的原因所在。其次，由于“理

性情”“慎独”及“戒慎恐惧”的约束性，“性情之

正”的移植又与台阁文化紧密衔接。揭傒斯即言：

“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

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明，法度欲齐，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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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16］为诗的约情归性、温

柔敦厚与为官的谨慎克制、平和淡泊在主体修养上

形成内在一致性，所以，“性情之正”的另一个最

佳移植环境是台阁文学，这一点表现在元、明两

代台阁诗人对“性情之正”的共同追求上。当然，

在理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中，“性情之正”

几乎是所有文人谈诗津津乐道的话题，并非完全局

限于盛治时代与台阁文学。

元人接续宋代有关“性情之正”的讨论，与宋

人不同的是，元人面对南宋后期士大夫诗学长期低

落的局面，在持“性情之正”鸣盛的同时，一个重

要的工作是以其为导向尝试展开诗学统合。而元代

台阁文人也不同于明代有严格的思想规训与强势的

政治约束力，他们“持敬”的松懈导致其诗学统合

力大打折扣。元代中后期文人虽有受台阁诗学的影

响，却在“持敬”“洒落”的天平上，逐渐向“洒

落”偏斜，甚至逸出“洒落”，诗学由此而变，呈

现为多元形态。

二 元人以“性情之正”
为导向的诗学统合

元代诗学建构的前期工作是扫除诗学积弊。积

弊的来源有三：一是宋末诗学；二是受宋、金影

响的元初诗学；三是延祐开科后的循习之弊。虞

集《玉井樵唱续集序》云：“当先宋之季年，谈义

理者以讲说为诗，事科举者以程文为诗。或杂出于

庄周、瞿聃之言以为高，或下取于市井俳优之说以

为达。江湖之间，草茅之士，叫号以为豪；纨袴之

子，珠履之客，靡丽以为雅；世不复有诗矣。”［17］

四灵、江湖诗学在元初江南之地余波尚在，张之翰

目击当时东南诗学，“问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

四灵；不曰四灵，必曰江湖”，进而感慨“盖不知

诗法之弊，始于晚唐，中于四灵，又终江湖”［18］。

同时，元初“中原诗人”宗法元好问，虽曼衍浩

博，却浩浩一律，不测诗之所原，造成摹拟弊习。

在虞集看来，及至延祐开科，尚有不能“与世相

期”者，“延祐科举之兴，表表应时而出者，岂乏

其人？然亦循习成弊。……执笔者肤浅则无所明于

理，蹇滞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

腐；强自高者，惟旁窃于异端”［19］。

积弊长期存在，实际上反映了宋末至元中期诗

学话语权问题，正如内山精也所言，元代士大夫诗

人普遍反对晚唐体，提倡复古，可以看作一种“重

新振起以士大夫为主导的诗坛”“提高中央诗坛凝

聚力”“企图迅速重构以士大夫为中心的诗论”［20］

的努力。扫除诗学积弊是鸣盛的前提，而收束诗学

话语权，展开诗学统合，重新构建与世相期的诗学

秩序，则是鸣盛所需的更为重要的工作，这一点表

现在元人对“同声”的追求。元末戴良站在时代终

点，反观元代诗学，其《皇元风雅序》云：

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

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然自姚、卢、

刘、赵诸先达以来，若范公德机、虞公伯生、

揭公曼硕、杨公仲弘以及马公伯庸、萨公天

锡、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于岩穴之

隐人，江湖之羁客，殆又不可以数计。盖方是

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之

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与欢呼鼓舞于

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时

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格

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继此而

后，以诗名世者犹累累焉。语其为体，固有山

林、馆阁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

泽之深，流风遗俗，班班而在。［21］

戴良认为，元朝一扫宋人积弊，正是出于对风

雅正声的沿袭。在国家混一的环境中，由文人士大

夫主导，岩穴隐人、江湖羁客、戴白之老、垂髫之

童，志归于一，同声歌唱太平盛治。元代台阁文人

每以与布衣同声唱和为荣，胡行简《许承旨同声诗

序》载许有壬与塾客马明初唱和：“先生不以道隆

望重为矜，故能应乎下，明初不以疏远贫贱为慊，

故能从乎上，上下之志既同，而彼此之道合宜。其

播之声诗，形诸歌咏，如乐之无不和，而得夫性情

之正也。”［22］在融洽的唱和中，诗歌跨越阶层，最

终得于“性情之正”。元人“同声”的范围，不仅

在山林、馆阁，至少还包括不同民族身份、不同性

别、不同地域等文人，周南瑞所编《天下同文集》，

傅习、孙存吾选编《皇元风雅》，蒋易《皇元风雅》

等诗歌选集均表现了这种“同声”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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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引文，“同声”的理论依据和导向是“性

情之正”。蒋易《皇元风雅集引》言其选诗：“择其

温柔敦厚，雄深典丽，足以歌咏太平之盛，或意思

闲适，辞旨冲澹，足以消融贪鄙之心……盖一约之

于义礼之中而不失性情之正。”［23］这里的“约之义

礼”与戴良所谓的“理趣”同，首先均指宋代理学

诗学观。但此处的“性情之正”又体现了元代台阁

文人对其的处理：温柔敦厚、雄深典丽，是传统儒

家诗教的基本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并非与鸣盛直接

联系，在这里却有了专以之鸣盛的指向；意思闲

适、辞旨冲澹，也被限定在“消融贪鄙之心”上。

二者均具有了“定向”的约束性。如此，台阁文人

的“同声”是“人与我同”，具体方式是：防检与

克制欲望，反对“穷而后工”，划定体式和规定风

格，诗人论归其本。

“持敬”本是道德行为原则，但在台阁文人那

里却转而为为官准则。王恽谈职台宪者的行为准

则云：“职台宪者，可谓责之重而任之不易矣。……

偏蔽躁妄，力制嗜欲之私；视听云为，粹发性情

之正。”［24］时刻小心谨慎，处处提防检束，所有

的视听感受都要克制“嗜欲之私”，发于“性情之

正”。虞集也强调“持敬”之功，“张子专以执礼佐

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乐放肆而忽

检束之常，狃见闻而失性情之正”［25］。由为官之

克制、防检，进而推及诗人性情约束及欲望、诱

惑的消除，“因职分以出其思虑，而见诸事功。……

是以诗之不可无也。然而不本于学问以为言，则

无补于治化之实，不察乎感发之私意，则有乖乎

情性之正”［26］。虞集客观承认诗歌情感表达，他

认为近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

但“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放浪者不能有所返”，超

越情感限制就非得“性情之正”，而与“性情之

正”最相近的是“嗜欲澹泊，思虑安静”，故而，

他极其看重“外无世俗之交，内无声色之惑”的

诗歌特质［27］。

宋人以杜甫为“性情之正”的榜样，一定程度

上在于对其秉忠悃之心却不以个人穷达进退为意

的激赏，元人谈“性情之正”也持此论。黄溍以

为，临川艾可翁在宋亡后“感城郭之非是，叹江涛

之眇然，悃欵恻怛，一出畎亩之衷”，其诗歌成就

在于“适于先民性情之正”，而与穷达无涉，因此

“虽流离颠越而不悔”［28］。台阁文人始终反对“处

顺者，则流连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婴拂……

则嗟痛号呼”［29］。虞集评李京诗，认为其人生颠

沛艰辛，却忧乐未变，所以其诗“庶几不谬于古

人”［30］，评吴礼，言其“生乎承平之时，无前代

子美之穷愁，安乎所遇之常”，所以“音节平和而

不暴于气”［31］。元代台阁文人统合诗学的一个重

要办法就是区隔诗人成就与人生境遇的关系，将鸣

盛的队列无限扩张。

在“性情之正”的理论观照下，台阁文人对

诗体也做出规定。首先是划定诗歌体式，使其合

于“性情之正”的辐射范围。《诗法源流》言：“大

德中，有临江德机范先生，独能以清拔之才，卓

异之识，始专师李、杜，以上溯《三百篇》。其在

京师也，与伯生虞公、仲弘杨公、曼硕揭公诸先

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32］台阁文人反对晚唐

体，大致以盛唐诗为学习典范，又在具体的诗歌体

裁、题材等写法中不断贯穿“性情之正”的理论

要求，如“五古”要“托辞温厚，反复优游，雍

容不迫”，“讽谏之诗”要“讽谕甚切，而不失情性

之正”等［33］。诗学普及很大程度上也是“同声”

的一种表现。就诗歌风格而言，台阁文人的“性

情之正”主要对应鸣盛所需的“冲和之至”，“其

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34］。同

时，为政之“振清风”，为人之修养、超脱也与

诗之“清”“淡”“和”等美学特质相关联，诗学

风格逐渐凝固至对“清”及“和”的追求。当然，

“清”“和”在诗学上还有多种来源和多样表现，学

界已有详论，不赘言［35］。

既然诗人创作和境遇无关，那么，平和之思、

清和之美又从何而出？台阁文人主张端本澄源、君

子尚论其本。虞集谓：“诗思之清，可谓美矣。然

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

用。……育德者，其涵养如水之达，而沛然无不

济。”［36］虞集论诗，每以水为喻，认为水之平静或

滔汨，在源头上都是澄澈至平的。同样，人之诗或

声气明畅、温柔渊静，或忧愤愁苦、沉郁顿挫也由

人之性情涵养决定。水之“沛然无不济”，人之德

性亦时时影响诗歌的表达。诗求“性情之正”，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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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求诗人修养为“君子”，“大义所存，立志不

贰……苟有一人讽咏于一日之间，则安所逃乎？

是固君子尚论其本也”［37］。道德在乎其身，发之

为言，垂世立教；成之以诗，则和平渊雅，清和

之至。

然而，台阁文人以一身之荣而欲人与我同，不

免强人所难，又以其用来鸣盛的“性情之正”统合

所有人的诗学观念，也难脱道德绑架之嫌，在元代

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他们本身的持敬工夫

即有所懈驰，诗学统合最终并未达成。

三 持敬的松懈与台阁诗学统合力的消解

台阁文人一再将诗之“性情之正”引入政治文

化场域，但元代社会始终没有形成如明代一样严格

意义上“戒慎恐惧”的思想规训和“敦厚详慎”的

政治风气。同样，在元代台阁诗学内部，也并未形

成强大的约束力，以至造成过度“排他性”“简单

化”等僵化的审美倾向［38］。

“礼法松弛”“文倡于下”，既无学禁，也无文

字狱，政府疏于文化干预，帝王很少参与文人唱

和，这些特点是学界对元代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基本

认识［39］。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持敬”

也并非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下。蒲道源认为，梅

隐先生何坤章“或振履而歌，或举觞而娱”，与曾

点“上下同流”、悠然识道的气象相似，有独得之

妙，自得之意［40］。虞集虽强调“所谓静者，岂非

戒慎恐惧之至，无所倚著之时”［41］，但也将无所

事于当世的“悠然自得”视为“各见其志”的表

现，其《悠然亭记》云：

郭君彦达，有亭曰“悠然”，取陶渊明南

山东篱诗语也。……客有笑于座曰：“昔柴桑

翁生不逢时，自放于草野之间，托此言以自

见，其无所事乎当世者也。今彦达以圣天子潜

邸文学之旧，以其习于朝仪也，率其属以佐其

长，执事就列，严恪齐整，其得为悠然乎？”

予告之曰：“何伤也？亦各见其志云耳。心累

于物则窘我室庐，使适宽闲而就优逸，犹若皇

皇何？心之中扃虚明，应物无迹，则垂绅正

笏，不动声气，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外无矜

容，内无逸志，则亦何害其为悠然也？”［42］

严守“持敬”之教，执事就列、严恪齐整必然

与自放草野、无所事于当世形成对立。然习于朝

仪、心累于物，则即便走出窘迫窄小的室庐，到宽

闲之处，接近优逸的生活，想必仍然会惶惶不可终

日。而陶渊明不动声色之从容，就在于其没有遮蔽

心中之虚明，故能应物无迹，举重若轻。可见，在

虞集看来，适时的放松与垂绅正笏的庄重严肃可以

互补，因此，他并非绝意于“洒落”，他说：“《离

骚》出于幽愤之极，而《远游》一篇，欲超乎日月

之上，与泰初以为邻。陶渊明明乎物理，感乎世

变，《读山海经》诸作，略不道人世间事。李太白

汗漫浩荡之才，盖伤乎《大雅》不作，而自放于无

可奈何之表者矣。”［43］又言：“苏州学诗于憔悴之

余，子厚精思于窜谪之久，然后世虑销歇，得发

其过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宽闲寂寞之地。”［44］对屈

原、陶渊明、李白之超脱、放逸，以及韦应物、柳

宗元的冲淡、闲适的认同，扩展了其诗学延展的空

间，虽然，在他看来，这种“洒落”一是因客观因

素造成，二是要经历蝉蜕汙浊的过程。

当持敬、防检流为职台宪者功利竞进的普遍之

习、不越雷池半步时，自利之心、模拟之弊反又滋

生其间，并成为猎获名爵之资。柳贯感叹当时文

坛：“比数十年，学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

卑，道日益远。……而若剽掠织碎，缘饰浅末，已

足以雄夸于制作之林。”［45］“洒落”之“自得”进

一步成为补救“持敬”之规规蹈袭、相习摹拟的有

效途径，于此，元代台阁文人在约束性情之外，更

在乎“自然适夫性情之正”和“超然真悟”。

虞集等人认为，非学问不足以得“性情之正”，

其学问主要体现于道德涵养和克治血气上。但在台

阁诗学内部，“学”的焦点不断被转移。柳贯讨论

“性情之正”与虞集等人即有不同，他重新规划了

学以致道的途径，将陆氏心学含纳其中：“愿一求

之群圣人之经，以端其本；而参之以孟、荀、扬、

韩之书，以博其趣；又翼之以周、程、张、邵、

朱、陆诸儒先之论，以要其归。……形之歌咏，自

然适夫性情之正矣。切不可模仿今人，以日沦于洿

下而莫之救也。”［46］显然，“自然”是其“性情之

正”论的特色所在，目的也在于矫摹拟习气。在持



166

2023 年第 3 期

敬、约束的基础上，柳贯更加强调率意而为的作诗

态度和天机活泼的心灵体验。他认同赋物写景、悼

屈伤离之作“动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礼义之归”，

但诗之“出于心而宣于口”的自然感发、开阖变化

才是“最精者”，他追求赋物写景的物我融会，思

与境偕，“揽物华于篇咏，不啻夫纂组绣而噍琼玑。

惟游兴之飘飘，匪山巅则水涯”［47］。由自然感发

而自适自得，天趣流行，便是“性情之正”。

与柳贯“自然适夫性情之正”论相似，贡师

泰论诗主于明道，其所谓之“道”，“本之于人心天

理之正，行之于彝伦日用之常”［48］，亦是理学之

“道”。但其“入道”方式则是从宋代禅道“妙悟”

中借鉴而来，主张“超然真悟”。其《羽庭诗集序》

云：“夫学诗如学仙，仙不遇不能成仙，诗不悟不

足论诗。蝉蜕汙浊之中，神游太空之表，非超然真

悟者能之乎？”［49］他以修仙喻学诗，认为诗歌是

自心对纯真自然的领悟，“是以黄金、丹砂、穹圭、

桓璧，犹或幸致，而清词妙句，在天地间自有一种

清气，岂知力所能求哉”［50］，如此，诗成为一种

机括妙运之物，化解了台阁诗学的蹈袭之弊。

无论强调“自然”，还是“超然真悟”，都是

台阁诗学内部对“持敬”之整齐划一的反驳与突

破，台阁诗学的操控能力由此逐步消解，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其一，台阁诗学不能有效指导台阁

诗人本身的创作；其二，审美追求趋向多元化；其

三，以客观态度承认不同诗体存在。

事实上，在台阁文化场中，元代文人的表现，

始终不如明代台阁文人那样自如。元代前期文臣，

如赵孟頫等人，大多经历过与王朝的情感磨合；后

期文臣，如贡师泰、周伯琦等人，又身陷战乱，身

心俱疲；即便如虞集等台阁主流，宦海沉浮中，倦

仕思隐之情亦时常萦绕于怀。有元一代，应制之作

是有，但不仅数量不多，质量和标准上也很难与其

他时代相比，况且在宫廷、应制诗歌里，不时夹

带着苦闷心灵的伸张和虚度流年的失落，远不是

他们倡言的“和平正大”“温柔敦厚”所能涵括。

台阁文人往往将更多的经历投注到庙堂以外的场

合，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上京纪游、西湖题咏、玉山

雅集……或干脆自我认定为山林中人，“余山中人，

旦夕受代东归，以是诗置诸山中，则林猿野鹤，其

将有以亮之矣”（柳贯《自题钟陵稿后》）［51］。杨

镰说，元代有台阁诗人、台阁诗，但是没有台阁体

诗［52］。其实，元代还有台阁诗学，只不过，台阁

诗学多数情况下游离于台阁诗外，没有形成台阁体

诗，论诗与写诗之间存在很大隔膜。

台阁文人虽规定了诗歌鸣盛时的“平易正大”，

但在严肃之余、紧张之后，对神妙的追寻也无时

不在。虞集兼顾“性情之正”与“神明之妙”，他

既看重广衍平大、纡余清泠之胜，也不否定奔腾起

伏、惊湍怒涛之美，认为二者“首尾相映，精神所

在，随遇而见”［53］，能够极其变化。揭傒斯改虞

集评范梈诗之“唐临晋帖”为“秋空行云，晴雷

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朕。又如空山道者，辟谷

学仙，瘦骨崚嶒，神气自若”［54］。这一大段评语，

虽有过誉之嫌，但可以看出揭傒斯对超脱自若、神

妙变化之诗歌风格的认同。至于柳贯所谓“云非能

以自神也，凡其所以神者，风乘之耳”［55］的“天

野飞云”，更是神乎其神，奇特玄妙，不可捉摸，

也难以再为人所模仿学习。

元代台阁文人尽管也划定了诗体的范围，但

“性情之正”讲求主体修养，尚论诗人之本，在他

们那里被视为改变一切的原动力。他们认为，在主

体涵养之外，所有的诗体、风格等都是外在和先

在的：“中土之诗，沉深浑厚，不为绮丽语；南人

诗尚兴趣，求工于景意间。此固关乎风气之殊，而

语其到处，则不可以优劣分也”（谢升孙《元风雅

序》）［56］，诗歌南北的差异是地域文化的表现，不

以优劣分；“有朝廷台阁、山林草野之分。所处不

同，则所施亦异。夫二者，岂有优劣哉”（黄溍

《雪蓬集序》）［57］，台阁、山林诗人的职责不同、立

场不同，更不应该以优劣区分。正如论者所言：“就

元代文坛的实际情况看，公然否定山林或台阁文学

的言论几乎很少见到，哪怕是那些典型的台阁文

臣，只要谈及诗文创作，一般也都是台阁与山林兼

顾。”［58］这种“兼顾”实则体现了台阁在统合山林

时的乏力。本来，外在的诗体、风格需由内在的涵

养工夫来决定，但元人“持敬”之功的欠缺，导致

他们不得不客观承认先在的各式诗人和诗歌风格。

当四方之士响应台阁号召，悉意慕效，却只能画虎

成犬，文而无实，台阁诗学的统合力彻底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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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洒落的逸出与元代诗学新变

“持敬”和“洒落”在宋儒的观念中大抵是辩

证的：“持敬”不是绝对的戒慎或恐惧，而是心与

理一的自觉；“洒落”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而

是本然的、各得其分的自在。元人论诗，其实也能

兼顾二者。方回读陈光《晓窗吟卷》云：“探孔圣

所论《关雎》之旨，而惩艾乎淮南《离骚》之评，

非吾侪所当勉乎。君之近体……得生息意。……得

成实意。……得涵蓄意。……得洒落意。庶乎性情

之正者……又岂不自得于事物之外者乎。”［59］他认

同持其两端、取其适中的审美标准，反对一味拔高

“风刺”“忧思”之作，在恰如其分的程度上看到陈

光诗歌中“生息”“成实”“涵蓄”“洒落”“自得”

等自由境域，谓其得于“性情之正”。而经过元中

期志归于一、诗归于正的诗学统合，循规蹈矩，墨

守尺度，使诗人情性和诗陷于桎梏，“性情之正”

的矛头最后又都指向了禁锢、刻板和失真，需要用

活泼泼的“洒落”来解决。元代后期，部分文人又

于“洒落”中逸出，解除一切外在的束缚和圣人之

教的庄重，回归诗人最真实的感情，诗学观念亦由

一而多，极于创变。

“洒落”的尺度是不失本体，与玄虚对立。宋

儒以陶渊明为“性情之正”的典范，就是将其纳

入儒家之“道”，真德秀言：“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

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渊明之智及此，

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邪？”［60］倪瓒论诗之“性情

之正”也唯陶渊明为榜样，但在其诗论中，坚守儒

家诗教的同时，也参杂了道家纯任自然、虚静玄远

的观念。

首 先， 倪 瓒 所 谓“ 性 情 之 正 ” 大 体 是“ 持

敬”“洒落”兼顾，他反对缱绻悱恻，认同儒家诗

教之“发情止礼”，“诗必有谓，而不徒作吟咏，得

乎性情之正，斯为善矣”，但其关注点更在“忌矜

持”与“不勉而自中”［61］。“忌矜持”是为了防止

过分“持敬”伤害心境的自在和乐，此观点和宋代

理学家一致，程颢即说，“只恭而不为自然底道理，

故不自在”“执事须是敬，又不可矜持太过”［62］。

“不勉而自中”强调性情的自然呈现，举手投足间

恰到好处，而不是缛丽之语、镂刻之工和无病呻

吟，追求自成天籁，有法天贵真之趣。

其次，倪瓒考察诗史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诗

经》，得《诗》之遗意者有陶渊明、韦应物，也

有杜甫。“五言若陶靖节、韦苏州之冲淡和平得性

情之正，杜少陵之因事兴怀、忠义激烈，是皆得

三百五篇之遗意”［63］。在这个角度上，“性情之正”

是出自传统儒家观念的，因此，他认为当世诗人居

乱世而不改其志，有陶渊明、杜甫等人的人格气

节。二是正始遗风，陶、韦、柳、王在其中，而

李、杜、韩、苏则“间然”不在。“吟咏得性情之

正者，其惟渊明乎？韦、柳冲淡萧散，皆得陶之旨

趣，下此则王摩诘矣，何则？富丽穷苦之词易工，

幽深闲远之语难造。至若李、杜、韩、苏……校其

情性有正始之遗风，则间然矣。”［64］此处“性情之

正”其实已偏离诗教。“冲淡萧散”“幽深闲远”，

更倾向于道家（或玄学）的“致虚守静”。故而，

未能超越人生痛苦境状的杜甫被排斥在外，而陶渊

明等人的意义，正在于心灵虚静的至极笃定中安顿

人生、超脱世事之外。

如此来看，倪瓒诗学不仅走出元中期“和平

之辞”“穷苦之言”的讨论，也越出“冲淡和平”

在“洒落”意义上的本体性和实在性，“冲淡萧

散”“幽深闲远”作为“性情之正”的一种风格表

征，意味着有更多的发挥和阐释空间，这与他的人

生境遇和画论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上文已揭，“洒落”是“圣人气象”的直接表

现，虽然其强调突破外在规定，回归自然本真的生

存方式，但并非是将自我修养完全交由主观意志

支配，从而脱离“圣人之常”。然而元代中后期文

人由自我修养的“为己”转入自由的“写心”，便

逸出“洒落”，消解了圣人的神圣性和诗歌的功利

色彩。

就性情而言，元代部分文人的观点是“性情

正”出于“心纯”，心纯是由于性情来自古人，张

以宁谈诗云：“学焉者淑乎一己以古于身……其心

纯则其性情正，其性情正则其发于诗也不质以俚，

不靡以华，渊乎其厚以醇。”［65］显然，此心源于道

心，人心之动，是道心之纯。心与道、心与圣人

没有分开。而在黄溍、柳贯等人看来，此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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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非道心。黄溍《山南先生集后记》曰：“‘辞

必己出。’古也……十五国风之作，大抵发乎情矣，

然而止乎礼义。发乎情，故千载殊时，而五方异感

也；止乎礼义，以天地之心为本者也。”［66］在合归

礼义的基础上，黄溍将诗人自我之“心”凸显出

来，彰显诗人的个体情感和个性。

再进一步，外在的礼义也可抛去，诗出于心，

即是诗出于我。黄溍《题山房集》云：“夫诗，生

于心、成于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与古异

耶？山讴水谣，童儿女妇之所倡答，夫孰非诗？彼

特莫知自名其为诗耳。”［67］柳贯亦说：“余之诗出

于余心，宣于余口，无隽味以悦人，无鸿声以惊

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不足以贻诸今，不过如嵇

康之听锻、阮孚之着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68］

诗是自己的，是从自己的心中自然流出的，不期之

与古相谋，也不为了取悦他人，没有明道的责任，

也无表达义理的功能，不过是自娱的手段罢了。如

果说它与“性情之正”还有一些瓜葛，那就是适

意、顺性、知命而不损天和，“或饮或酢，或咏或

歌，徜徉容与，咸适性情之正”（刘仁本《续兰亭

诗序》）［69］。在邵雍那里，以物观物的“静观”尚

是使人以圣人明鉴之心去体物观物，但是在柳贯

的意识中，物和我的混融完全是主观性的，“寤寐

食息之间，见夫烟霞之卷舒，云日之吐吞，凡其

日接于吾前者，皆足以乐吾之有，而不能以病吾

之固”［70］，放下神圣和庄重，亦放下功利和政治，

率性适意之中得乎自然。

“洒落”的标准还在于恰如其分，对情感自由

的适度把握，在“所居之位”“日用之常”中返

归本然，达其应然，于自然、自得中达到天人合

一，也就是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与宋代理

学家以道德规范出发，倾向《雅》《颂》的诗学取

向相同，元中期科举引导的士人诗学风气也多限制

于此。至元后期，这种风气大受批评，李祁《颜

省原诗序》云：“自科场以通经取士，有司命题多

出《雅》《颂》，出《国风》者，十无二三。……

此学诗者之大患也。”［71］重新重视《国风》，甚至

是《骚》，意味着于人情尤近之个人情感的回归。

元代前、中期文人的诗学观念，如方回“天真之自

然”、吴澄“情性之真”、程端礼“本乎情得自然

之妙”、赵文“人人有情性，人人有诗”等，理论

依据大多指向《风》《骚》所含蕴的真情和自然，

这些诗论无疑对元后期文人有深远影响。王礼《魏

德基诗稿序》云“古者风俗淳美，民情和厚，故发

于声诗，虽下至闾阎畎亩、羁夫愁妇，无不由乎衷

素。当歌而歌，当怨而怨，其言皆足以动人”［72］，

认为《国风》中的田夫闺妇之诗都是有感而发，发

于情性的真实。

然而“当歌而歌，当怨而怨”，一旦脱离了

所“当”之限度，它可以无限制地运用于任何场

域，对立面只剩下“矫情”和“恶情”。杨维桢诗

论中不断使用“情性之正”：诗歌内容深厚，不忘

本，是“情性之正”；颂人之美而不忘戒惧者，是

“情性之正”；女子之作，能追古诗人之风者，也是

“情性之正”。甚至僧道之作、优戏之作，古乐府、

今乐府、宫词、香奁诗，都在“情性之正”的范畴

之内。“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73］，在这里，

“情”逾越了“性”，“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从传统

儒家仁、义、礼、智的“天性”中越出，有了“本

性”“个性”的意味，“诗本情性”就是一切诗歌都

是个性所致的真情表达。也正是由于对个性、真情

的极力张扬，杨维桢及铁雅派代表了元诗之变极。

当然，元诗变极于元后期，还有多种因素，元

代文人论诗之“性情之正”，也更有丰富的内涵存

在。但是，在“持敬”“洒落”的动态变化中，我

们足以清晰看到元代诗学起伏流变的整个过程，而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诗学的统合，还是新变，于此

也均具有了经验性的积极意义，为明清诗学的展开

和深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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